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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藏传因明的由来及其本质属性 

    因明源自古代印度，与“墨辩”、西方逻辑并称为世界三大逻辑。因明初由公元2—3世纪印度正理

派足目开创，后经胜论派、数论派、佛教等等的继承发展，特别是经过公元5—7世纪陈那和法称的精心

研究和改造之后，因明始成一种总摄“两义八门”的成熟学科。 

    公元7世纪中叶和8世纪末叶，因明先后传入我国的内地和藏区。传入内地的是陈那的因明学说，习

称“汉传因明学”；传入藏区的是法称的因明学说，被学坛称之为“藏传因明学”。迄今一千余年传承

中，祖国内地和藏区，分别对陈那、法称的因明学说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教学与研究，使因明的甚深义蕴

得以显发，因明体系日臻健全和完善，从而使我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 

    在古代印度，因明一直为宗教（离世教）所专；这种传统直接影响到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千余年

来，因明的教学与研究一直拘限于佛教经院，与佛教同兴衰，同沉浮，共命运。而佛教研习因明旨在揭

示世界的实相或“自相”，从而否定世间的稳定与真实感。起初，陈那提出“唯佛堪为量”，从根本上

否定客观世间的存在。法称虽有时承认客观实在，但那只是权宜之计，他极力发挥“唯佛堪为量”思

想，随时提醒人们不要迷恋于我们五根（感官）所执为实的世界。到了藏传因明研究的转移期，这种因

明思想就发展到极致。 

    社会发展到现代，世上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认识到，因明属于明因之学，即明白事理之学，是实现社

会理性化的基柱，其应用范围和发展空间要大得多。因明作为一种逻辑，既是日常言谈、辩论、演讲、

写作等等的利器，也是现代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量子物理学、化

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以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一切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藏传因明是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是中国逻

辑思想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学习、研究、继承和发展藏传因明，是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的重要领域。 

    二、藏传因明的教学与研究 

    公元8世纪末以曲吉囊瓦译出《因轮论》藏文本为标志因明传入藏区至20世纪20年代，藏传因明的

教学与研究一直限于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社会学术界鲜有涉足者。以842年朗达玛灭佛为界，分前后两

个弘扬期和三个阶段。始自8世纪末的前弘期迄至后弘期的洛登协绕（1059－1109）时代，为因明的译

传阶段；后弘期的恰巴•曲吉僧格（1109－1169）至其四传弟子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执政期

间，为因明的研发阶段；从格鲁派兴盛至现代，为因明的转移阶段。在翻译阶段，藏族译师独自或与印



度班智达合作，先后将陈那的“因明八部”和法称的“七部量论”以及后人为之所作的大量注疏几乎全

部译成了藏文，仅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者就有69部。著名藏族译师不下250余人，其中最享

盛名的是“前弘期噶、觉、尚三大译师”和“后弘期枯、俄、仲三大译师”。藏族诸大译师精通藏梵双

语，长于因明之学，其丰硕的因明译作，为后世因明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依据，功莫大

焉！在研发阶段，恰巴•曲吉僧格开创了藏区独特的“堆札”式的因明教学方法，从而发展了“应成论

式”。萨班•贡噶坚赞著《正理藏论》，成为藏传因明“集大成”之作。由于这部书特别重视法称《释

量论》的引用和阐发，致使西藏由以前重视《定量论》的学风改为以《释量论》为主的学风。此书影响

于今日者则有所谓“寻研藏传因明之学，不可不谈《正理藏论》”之说。恰巴•曲吉僧格、萨班•贡噶坚

赞等断代大师将藏传因明的教学与研究推向了高潮。五世达赖曾评价说：“藏区研学五明之风，实赖此

师之倡导。”因明研究的转移反映了宗喀巴一系的因明思想。宗喀巴的佛学知识结构和对因明研习的侧

重点，决定了他的因明观。他认为因明最终要受制于一种标准，这就是“量”，而《释量论》中的《成

量品》（证成“唯佛堪为量”）正是“量”的精华所在。  因此，这种思想初由陈那提出，经法称大力

阐发，到宗喀巴、贾曹杰、克珠杰“师徒三尊”时就发展到了顶峰。然而，16世纪以后，藏传因明研究

渐渐失去了以往的活力。 

    接踵而起的是现代社会学术界对藏传因明教学与研究的广泛介入。20世纪，社会学界最先涉足藏传

因明者是黄树因、吕澂、王森等，他们所作的梵藏汉对勘研究，为现代社会学术界研习藏传因明打开了

长久关闭之禁门。而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不独汉传因明一度处于消沉状态，藏传

因明的教学研究也随之趋向低迷。  

    直到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我国政府对因明的教学与研究越来越重视。1982年，在中央

的支持下，我国几位学者发出了“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是当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项重要而急

迫的任务”的呼吁。于是，因明作为一项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被列入“抢救”课题，藏传因明研究被列

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受此激励和鞭策，藏传因明的教学与研究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在教学方面，藏传因明的传习开始走出经院，进入现代高等学府。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

族大学）把藏传因明教学搬到大学讲坛，并于198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这是空前的一大创举。在中央民

族学院的影响下，青海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大学、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

院、西南民族学院等，也都先后开设了藏传因明的教学和研究。这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藏传因明的教学

大纲、培养目标、方向设计、教学步骤和教学方法都各具特色，自成体系；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规

划、研究经费和出版计划。现代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参与，为藏传因明的教学与研究注入了新鲜

血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开辟了更广的研究领域，培养了越来越多有创新意识的人才，促成了藏

传因明研究成果的大批涌现，从而把我国的藏传因明研究不断推向高潮。    

    在科研方面，从1980年到2000年，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关藏因明的著作、译作和编译。主要有：法尊

《法称因明学中“心明”差别略说》（1980年）、《释量论•释量论释》（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属藏

本汉译，是法称《释量论》唯一汉译本）、《集量论略解》（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属藏本汉

译，陈那《集量论》汉译本），毛尔盖•桑木旦《因明学入门》（藏文，1981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杨

化群《藏传因明学》（199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洋增•普居巴•罗桑崔臣木仙巴嘉措《因明学入门》

（藏文，1982年甘肃民族出版社），李建本《初级辨理概论》（藏文，1985年甘肃民族出版社），苏德



巴夏噶、色•昂旺札西《因明学概要及其注释》（藏文，1985年民族出版社），多吉杰博《量理宝藏注•

教理曦论》（藏文，1988年中国藏学出版社），格西次旺《因明七论要点注释》（藏文，1988年西藏人

民出版社），隆务•根敦嘉措《堪钦摄类学》（藏文，1988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沈剑英、王森、欧阳

中石《中国逻辑史•唐明卷》（包括藏传因明内容，198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虞愚、杨化群、黄明信

《中国逻辑史资料•因明卷》（199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剧宗林《藏传佛教因明史略》（1994年民族

出版社），郑伟宏《佛家逻辑通论》（包括藏传因明内容，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图•乌力吉《阿

旺丹德尔因明学》（蒙文，1997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姚南强《因明学说史纲要》（包括藏传因明内

容，2000年三联书店）。此外，还陆续出版了多种因明古文献的藏译本，如多吉杰博《古印度因明学选

编》（之一，1988年3月民族出版社；之二，1988年12月民族出版社；之三，1989年7月民族出版社；之

四，1990年4月民族出版社）。事实表明，这些著作、译作和编译的公开出版，对藏传因明的研究和传

习起到了显著作用。 

    在学术交流方面，为了促进因明教学与研究向纵深发展，自1982年2月至2006年6月，先后召开了四

次全国性的因明学术研讨会。1982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发起，在

北京召开了抢救因明座谈会，会上发出了“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是当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项

重要而急迫的任务”的呼吁，起到了组织动员作用。1983年8月3－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

逻辑史研究会、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和甘肃人民出版社共同发起，在敦煌和酒泉举办了全国首次因明学术

讲座会。会后，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刘培育、崔青田、孙中原编选的会议论文集《因明新

探》，其中集有王森《因明在西藏》，杨化群《关于藏传因明的几个问题》，孙文景《藏文因明书目》

等。1989年10月17－19日，由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佛教文化研

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全国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有40余位藏汉学者参

加，中国佛学院部分学僧旁听了会议的部分讲座。会后吉林教育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了刘培育编选的论

文集《因明研究》，其中集有藏传因明论文和译作8篇。2006年6月14－16日，国际首届因明学术研讨会

在杭州召开，有140余位中外因明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的北京、上海、浙江、河

北、青海、河南、天津、广东、成都、内蒙、江苏、贵州、香港、台湾等14个省市自治区暨蒙古、法

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国家，既有世间因明学者，也有出世间因明学者，共提交论文

106篇。其中有关藏传因明的论文16篇，有关藏汉传因明研究方法或具有研究方法启迪作用的论文28

篇。地域之广，人数之众，论文之多，论域之宽，内容之丰，蕴味之浓，面目之新，在国内外因明学术

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 

    三、藏传因明现代教学与研究的特点 

    1、加强了对因明原典的的校注 

    利用梵藏汉因明资料，对照校勘因明原典，是因明研究史上的一大创新。黄树因的“印证蕃（藏）

文”，吕澂的“宗论简疏”（重原典轻注疏），陈大齐的探幽发微，熊十力的为利新注，王森的对勘研

究，从梵至藏，由藏及汉，藏汉互参，朔本清源，一开藏传因明研究的新面。吕澂既依据藏译本著有

《集量论释略抄注》，为汉传因明研究填补了一大空白，又依据汉译本，纠正了《藏文大藏经•丹珠

尔》谓第一个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藏译本为陈那《因明正理门论》的误说，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校注因明原典给我们的启示是：治学因明，最好要梵藏汉三文兼通，至少也要精通藏汉两种文字。



否则，在藏汉传因明教学和研究中就难免会出罅漏。 

    2、开拓了因明研究的新领域 

    过去，陈那的重要因明著作《集量论》和法称的所有因明著作一直为内地所不传。《集量论》虽曾

由唐代义静译成汉文，但不久佚失，致使千余年来中原研究陈那因明仅仅区拘于大、小二论。为罅补唐

译之不足，吕澂从藏译本编译了《因轮论》、《集量论略抄注》、《定量论略抄注》，并编注了《因明

正理门论本证文》，法尊法师据藏译本译编出《集量论略解》、《释量论•释量论释》，王森、杨化

群、韩镜清分别由藏译本译出了《正理滴论》颂本，剧宗林发表了《正理滴论译解》，刚晓法师出版了

《正理点滴论详释》。陈那《集量论》和法称《释量论》、《定量论》、《正理滴论》的译出和解说，

为内地所传陈那因明学说和藏区所传法称因明学说的广泛研究提供了资料依据，从而开拓了内地研究藏

传因明的新领域。 

    3、藏传因明简史的出现 

    受印度宗教唯心史观的传统影响，因明一直缺乏专史研究，在众多的藏传因明著作中，都没有因明

发展史的专章介绍。藏传因明史一直是个空白。1994年，剧宗林著《藏传佛教因明史略》，既是长期藏

传因明教学的实践总结，也是应时之需。《史略》介绍了因明藏传的社会背景，指出因明的藏传是印度

佛教衰亡和西藏佛教新兴的结果；对藏传因明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历史作了概述，并对各个时期的因明译

作和代表人物作进行了逐一评介；将藏传因明的教学研究特点作了归纳。《史略》的出版，填补了藏传

因明古无专史的空白。 

    4、改变了藏传因明研究队伍的结构 

    藏传因明的经院教学和研究，专注诤证佛说，不务世道，致使“不通佛法，难事因明”成为学坛名

言。佛家竭力使因明句义与佛说接轨，加之因明行文艰涩，这就使许多藏汉族有志之士被关在了因明学

研究的大门之外。现代大学和社会科学院开设因明课，以逻辑科学为指导，用现代藏汉语授课，用现代

藏汉语撰写因明论著，并采取普通逻辑和社会生活用例，通俗评介因明甚深义蕴妙理，将令人望而生畏

的天书化为贴近世间人情的读物，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藏汉族专业人才，从而改变了藏传因明研究队伍

的结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百业的勃兴，我国藏传因明事业也已走上复兴的光明大道，因明教学朝气

蓬勃，因明研究硕果累累，因明专业人才辈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目前，在我国已初步形成

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藏传因明教学与科研梯队，可以瞻望，在不久的将来，藏传因明的学习和研究将出

现新高潮，为普及因明知识，拓展因明研究空间，提高人们的科学思维水平，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稳定和

谐，做出日益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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